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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 金砖国家在不同议题领

域开展合作' 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同样是金砖国家之间

开展的合作' 为什么有的议题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有的议题领

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而有的议题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却较低?
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与合作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共

同影响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在开发性金融领域' 中国与印度之间

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使得金砖合作的机制

化水平较高。 在金融安全网领域'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

高' 但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却较强' 使得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同时议

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使得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探讨金砖合

作机制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对于深入理解金砖机制建设的理论

原理以及如何开展大金砖的机制建设都具有启示意义。 一方面' 大金砖

机制需要更加努力地协调各国的利益偏好' 克服分歧' 寻找妥协点。 另

一方面' 大金砖机制应秉持循序渐进的机制化建设原则' 优先选择那些

网络效应较弱的议题领域进行合作' 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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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吉姆·奥尼尔 (Ｊｉｍ Ｏ’Ｎｅｉｌ) 提出 “金砖国家” 的概念' 到 ２００９ 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形成' 再到 ２０２４ 年大金砖机制在俄罗斯的喀山峰会开始运

行' 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断发展。 目前' 金砖合作已经覆盖了财金、 经贸、 安

全、 科技和社会等多个议题领域' 形成了政治安全、 经贸财金和人文交流 “三轮

驱动” 的合作模式。 然而' 金砖国家合作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内的机制化水平存在

着显著差异。
一般而言' 国际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可以用义务性和授权性两个维度来衡

量①。 义务性是指国际合作是否有明确的法律文件规定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 对成

员国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授权性则是指国际合作是否建立起独立的秘书处' 由独

立的秘书处来促进国际合作协议的实施和国际争端的解决。 对金砖合作而言' 在开

发性金融领域' 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金砖国家依据法律文件成功建立

起了新开发银行' 合作的义务性和授权性均较高。 在金融安全网领域' 金砖国家合

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金砖国家根据相关条约建立了应急储备安排机制' 合作的义

务性较高; 但却未能建立独立的常设秘书处与宏观经济监管机构' 合作的授权性较

低。 在跨境支付领域' 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尽管金砖国家领导人宣言

不断提及要推动跨境支付的合作' 但宣言并非法律性文件' 义务性较低; 与此同

时' 金砖国家支付工作组也并非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授权性较低。
同样是在金砖国家之间开展的合作' 为什么不同的议题领域内合作的机制化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提出' 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与合作议

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共同影响了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在开发性金融领

域'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使得金

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在金融安全网领域'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

较高' 但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却较强' 使得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在传统

跨境支付领域'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同时议题领域的网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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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较强' 使得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介绍既有研究及其不足之处; 第二部分提出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 四、 五部分分别对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 金融安

全网与跨境支付三个不同议题领域中的合作进行比较案例分析' 探讨金砖国家内

部的偏好协调程度与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对金砖合作机制化水平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总结全文。

一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针对金砖国家合作为什么在不同议题领域内机制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问

题' 既有研究主要提供了以下三类分析视角。
第一类视角为 “金砖国家共同身份说”。 这类视角认为' 金砖国家具有 “发

展中大国” 与 “新兴经济体” 的共同身份' 共同身份能够帮助它们克服利益偏

好的差异' 提高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梅尔尼丘克认为' 金砖国家对 “全球发

展” 和 “世界多极化” 的认可' 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石。 这一共同身份使金砖

国家能够汇聚利益偏好' 从一个投资市场的概念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中一个重要的

政治集团①。 塔库尔认为' 金砖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群体' 代表发展中国家在气候

变化、 贸易、 援助等南北分歧较大的议题领域上的共同利益②。 霍普维尔主张'
在多边贸易谈判中' 巴西、 中国和印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坚定合作' 反

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长期主导地位' 对全球贸易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③。 帕

帕等人的研究表明' 作为改革者' 金砖国家在那些与霸权国存在分歧的议题领域

更容易形成政策趋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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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视角为 “金砖俱乐部文化说”。 此类视角认为' 金砖国家建立起了一

种强调相似之处、 淡化利益差异的俱乐部文化' 这种文化提高了金砖合作的灵活

度与弹性' 但导致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例如' 库珀等认为' 尽管金砖

国家之间存在着地区利益冲突和制度差异' 但俱乐部模式帮助它们回应共同需

求、 克服利益分歧' 使其能够实现较低水平的机制化①。 巴西学者瓦兹奎兹指

出' 由于美国的印太战略等原因' 金砖国家内部关系走向了 “双边化”' 尽管这

种 “双边化” 降低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但也使成员国在面临国内国际挑

战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②。
第三类视角则是 “金砖偏好协调说”。 这类视角认为' 如果金砖国家之间的

偏好差异较大且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那么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就较低; 而如果其

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也就较高。 赫莱纳和王红缨认

为' 当金砖国家拥有共同的社会目标时' 最有可能合作创建新的国际机构' 例如

金砖国家因不满西方所控制的布雷顿森林机构' 成功创建了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

备安排; 而金砖国家在主权债务治理与主权信用评级等方面难以达成共同目标'
使得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③。 唐尼提出' 由于金砖国家在能源治理议题上偏好

不同且难以协调' 因此它们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改革上难以发挥作用④。 罗伯茨

和阿米乔等人也认为' 金砖国家成功合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是' 中国是否与其他金

砖国家享有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利益偏好⑤。
综上所述' 既有研究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差异提供了一定的解释'

但仍存在不足。 “金砖共同身份说” 和 “金砖俱乐部文化说” 突出了共同身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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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文化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影响' 但难以解释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为何

在不同议题领域之间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 “金砖偏好协调说” 较好地解释了金

砖国家之间利益偏好的协调程度对其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影响' 但未能关注到合作

议题本身的影响。 毕竟' 国际机制是 “在国际关系特定议题领域内一系列明示或

默示的原则、 规范、 规则和决定程序”' 在偏好协调程度这类行为体因素之外'
“国际合作也受到其所在议题领域本身特征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影响”①。

有鉴于此' 本文在 “金砖偏好协调说” 的基础上' 引入 “议题领域的网络

效应” 这一新的自变量' 构建了一个 “金砖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 ＋ 议

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理论分析框架' 以此解释金砖国家合作在不同议题领域内的

机制化水平差异。

二　 理论框架

(一) 因变量: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在国际机制研究中' 法律化理论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对于测量国际合作的

机制化水平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 根据肯尼思·阿博特和罗伯特·基欧汉等人

的定义' 法律化指的是国际机制所拥有的一系列特点' 即义务性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精确性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和授权性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义务性是指国家或者其他行为体受

到某个或某组规则和承诺的约束' 特别是指行为体的行为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

一系列原则、 程序和话语的审查。 精确性是指国际规则清晰地定义了其要求、 授

权或禁止的行为。 授权性是指授权给作为第三方的秘书处来解释和实施国际规

则' 解决争端乃至进一步制定国际规则②。
一些学者提出' 精确性可以看成是义务性的特征之一' 因而国际合作的机制

化水平可以只用义务性和授权性两个维度来衡量。 例如' 古德利夫和霍金斯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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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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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禁止酷刑公约» 的机制化水平时' 就只使用了义务性和授权性两个维度①。
田野也只从义务性和授权性两个方面来审视国际贸易体系的机制化水平②。

有鉴于此' 本文将使用义务性和授权性两个维度来衡量金砖合作在不同议题

领域的机制化水平。 根据阿博特和基欧汉等人的论述' 义务性较高表现为存在能

够体现缔约各方意愿的国际法律文件' 国际法律文件中使用义务性的语言' 并要

求经过签署、 批准和生效的法律手续等。 授权性则有两种典型形式' 一是由独立

的常设秘书处负责解释和实施国际规则; 二是由独立的常设秘书处负责处理国际

规则实施中产生的国际争端③。
因此' 如果金砖国家在某一议题领域的合作存在要求签署、 批准和生效等手

续的法律文件' 而且建立起了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由其促进国际协议的实施和国

际争端的解决' 那么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就较高。 如果金砖国家在某一议题领

域的合作存在法律文件' 但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那么金砖合作的机制

化水平中等。 如果金砖国家在某一议题领域的合作未能达成法律文件' 也未能建

立起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那么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表 １)④。

表 １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机制化水平 是否存在法律性文件 是否建立了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金砖合作机制化程度较高 是 是

金砖合作机制化程度中等 是 否

金砖合作机制化程度较低 否 否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为什么金砖国家合作在不同的议题领域内会产生机制化水平的差异? 在补充

完善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 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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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Ｊａｙ Ｇｏｏｄｌｉｆｆｅ ａｎｄ Ｄａｒｒｅｎ Ｇ.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６８'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ｐｐ. ３５８ － ３７１.

田野: «贸易自由化、 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Ａｎｎｅ － Ｍａｒｉ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４０１ － ４１９.

在逻辑上' 还存在建立了独立的常设秘书处却没有达成法律文件的情形' 但在现实

中' 这种情形一般不存在' 因为秘书处的建立往往需要以法律文件作为基础' 所以本文暂不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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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共同影响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二) 金砖国家之间的偏好协调

在分析金砖国家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时' 首先需要确定每个金砖国家在某项

议题上的偏好究竟是什么。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提出' 学者通常使用三

种方法来确定国家偏好' 分别是假定法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观察法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和

推导法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在假定法看来' 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假定' 国家偏好是实现

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研究者可以据此确定国家偏好。 假定国家偏好的方法虽然较

为简单' 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 国家利益的确定往往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进行

分析' 因此假定法难以揭示国家具体的利益偏好。 在观察法看来' 一般可以通过

观察国家及其政策制定者的声明或行为来确定国家的偏好。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

于' 国家的行为反映的究竟是其利益偏好' 还是其对外部环境的战略反应' 观察

法对此难以判定。 例如' 一家公司最大的偏好是进口配额' 但是由于政府偏好自

由贸易' 这家公司所表达出来的诉求可能是降低关税而非进口配额。 推导法是指

按照行为体自身的特征和行为体所处的情境来推导出国家行为体的偏好。 弗里登

认为' 相比较而言' 推导法是分析国家行为体偏好较为可行的办法①。
对金砖国家而言'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改革者' 其利益偏好在大的方面保

持了一致' 如要求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 推动构建更具有代表性和更加公平

的国际秩序、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等。 但在具体的合作领域

与合作情境中' 由于不同国家的特征不同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其

在合作中的利益偏好也会出现差异。 例如' 作为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能够从较高

的能源价格中获益' 因此会偏好能源价格上涨; 但作为能源进口国的中国和印度

则会面临损失' 其对能源价格的偏好与俄罗斯存在差异②。 就本文所涉及的案例

而言' 在新开发银行的创建过程中' 作为股东国的中国和作为借款国的印度之间

存在偏好差异; 在应急储备安排的创建过程中' 作为出资国的中国和作为借款国

的巴西之间存在偏好差异; 在跨境支付领域' 中国希望跨境支付能推动人民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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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 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资' 而俄罗斯则希望跨境支付能规避西方的金融制

裁' 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偏好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从议题领域的角度界定了金砖内部的核心大国' 重点

分析了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对金砖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影响。 在新开发

银行案例中' 中国和印度的互动对新开发银行的创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印度是金砖银行倡议的提出者' 而中国则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与丰富的基础设施

投融资经验' 对金砖银行的成功创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应急储备安排

案例中' 中国和巴西的互动对应急储备安排的创建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巴

西是创建应急储备安排倡议的提出者' 中国则拥有大规模的资金与创建清迈倡

议多边化的成功经验。 在跨境支付的案例中' 中国和俄罗斯的互动对金砖国家

的跨境支付合作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是金砖跨境支付合作的主要倡

导者' 中国则拥有更可能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人民币与创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

统的技术基础。
金砖国家内部核心大国的偏好协调程度作为行为体层次的因素' 对金砖合作

的机制化水平产生了突出影响。 与此同时' 金砖国家合作所选择的议题领域的网

络效应作为结构性因素' 对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本身是经济学概念' 强调特定机制网络中的用户数量决定了该机制

网络的价值。 当用户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 机制本身的功能已不再具有核心价

值' 既有用户的数量才是最大的价值①。 例如' 作为一款社交软件' 微信的功能

在技术上并非难以超越' 但由于其庞大的用户数量' 微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

有难以替代的价值。
利普西将 “网络效应” 的概念引入到国际机制研究中来' “当边际效用随着

参与者数量增加而提高时' 国际机制就体现出较强的网络效应”②。 在利普西看

来' 在不同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中' 网络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 互联网域名

分配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随着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ＩＣＡＮＮ) 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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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进、 胡馨予: «网络效应、 融入程度与国际制度遵从»'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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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增加' 更多成员能够享受统一的域名识别服务' 这既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也能

够避免具体运行时出现混乱①。 而互联网内容监管这一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则较

低' 由于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监管上的政策较为分散' 在这一议题领域较难建立起

一个全球统一的标准②。
如何衡量不同议题领域中网络效应的强弱? 首先' 议题领域中最大国际机制

的业务份额越大' 网络效应就越强。 类似于市场中的企业' 国际机制同样面临着

“市场占有率” 问题。 在网络效应较强的议题领域' 由于边际效用递增等原因'
相关业务会集中到同一国际机制。 其次' 议题领域中的国际机制数量越少' 其网

络效应越强。 这是因为' 网络效应较强的议题领域竞争性较弱' 对现有国际机制

不满的行为体难以建立起新的国际机制。 再次' 议题领域的溢出效应越强' 网络

效应也越强。 溢出效应可以分为正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 正溢出效应往往会吸

引更多行为体聚集在同一国际机制下' 而负溢出效应则要求更多行为体在同一合

作机制内合作应对。
一般而言'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影响了新国际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 从而影

响到新国际机制的机制化水平。 当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时' 成员国退出既有

机制网络的成本会很高' 且创建新机制网络的成本也会很高' 从而导致各国会有

较强的激励停留在既有机制网络中' 而不愿加入新机制网络③。 因此' 如果议题

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既有机制的守成者在与改革者的谈判中讨价还价的余地也

就更大' 新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更高。 与之相反' 如果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

弱' 那么成员国退出既有机制网络和建立新机制网络的成本也较为有限' 导致新

国际机制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 金砖国家在众多议题领域的合作都以创建新国

际机制为特征' 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金砖国家新评

级机构等。 在网络效应较强的议题领域' 新国际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较高' 导致

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有限。 在网络效应较弱的议题领域' 新国际机制建设

的准入门槛低' 使得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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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进、 胡馨予: «网络效应、 融入程度与国际制度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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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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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理论分析框架

综合来看' 本文以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和议题领域的网络效

应作为自变量' 以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作为因变量' 构建了一个 “２ × ２”
的金砖合作理论分析框架 (表 ２)。

表 ２　 金砖合作的理论框架

金砖核心大国之间的
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金砖核心大国之间的
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议题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强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议题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弱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基于该理论框架'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有待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 以解释金砖

国家合作在不同议题领域的机制化水平差异①。
理论假设 １: 当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且议题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弱时'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理论假设 ２: 当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议题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强时'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理论假设 ３: 当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且议题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强时'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接下来' 本文将以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 金融安全网和跨境支付领域合作

的三个案例来检验以上理论假设。 具体而言' 从偏好协调程度来看' 在开发性金

融和金融安全网领域' 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而在跨境支

付领域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从网络效应来看' 开发性金

融这一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而金融安全网和传统跨境支付这两个议题领域

的网络效应则较强。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金砖国家合作的议题领域十分广泛' 但

出于控制变量以及案例选择代表性的考虑' 本文仅选择了金砖国家在财金领域合

０３

① 在逻辑上' 本文还存在着第四种假设' 即当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

较低' 但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时'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由于篇幅限制' 本文对

这一理论假设暂不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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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三个案例来探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三　 机制化水平较高的金砖合作: 开发性金融

(一) 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在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 时任印度总理

辛格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由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机制倡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表示' “我们满意地看到建立一个

新的开发银行是可能和可行的。 我们同意建立该银行' 银行的初始资本应该是实

质性的和充足的' 以便有效开展基础设施融资”①。 其后' 经过七轮艰苦谈判'
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的福塔莱萨峰会上' 金砖五国终于就新开发银行的章程协定达成

共识' 宣布签署 «关于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五国批准协议'
新开发银行正式成立。

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较高。 一方面' 合作的义务性

较强。 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受到 «关于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新开发银行协定» 等法律文件的约束' 并且在 «关于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中' 列入 “本协议及其附件将在全体金砖国家根据 «新开发银行的协定» 规定

递交接受、 批准或核准文书后生效” 等内容②。 另一方面' 合作的授权性也较

强。 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开展合作的执行机构' 设置了有

理事会、 董事会、 行长以及其他官员和职员的治理架构。 其中' 理事会可以修改

«新开发银行协定»' 也可以就 «新开发银行协定» 所引起的上诉事项作出裁决;
董事会则 “根据理事会的总方针' 就银行的业务战略、 国家战略、 贷款、 担保、
股权投资、 借款、 制定基本业务流程和收费、 提供技术援助以及银行的其他业务

作出决定”③。 总之' 新开发银行具有独立的国际法人资格' 授权程度较高。

１３

①

②

③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２２.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ｈｙｗｊ /
ｌｄｒｈｗｃｇ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０８＿１０６４９２５３.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９ 日。

«成立新开发银行的协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 ６７４９１
１ / ｔｙｆｇ＿ ６７４９１３ / ２０１６０２ / ｔ２０１６０２１９＿９８６７７５１.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ｂ. ｉｎｔ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１１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ｏｎ － ｔｈｅ － Ｎｅｗ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Ｂａｎｋ. ｐｄｆ'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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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较高? 根据本文理论分

析框架' 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且开发性金融领域的

网络效应较弱'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机制化合

作水平较高。

(二) 金砖国家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创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和加强金砖合作的机制化上存在共

识' 但对于新开发银行的具体机制形式' 双方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好差异。 印度更

多从借款国的角度出发' 希望金砖银行能为本国带来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渠道。 而

中国更多是从股东国和投资国的角度出发' 希望通过新开发银行来扩大国际产能

合作和对外基础设施投资①。 在具体谈判中' 中印两国的偏好差异与协调过程主

要体现在股权分配、 治理结构与贷款范围等方面。
在股权分配问题上' 印度一直强调新开发银行的股权分配要坚持平等原则'

而中国则担心五国平分股权可能会对新开发银行的运营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在谈

判过程中' 印度提出的方案是建立由金砖五国共同领导的拥有 １００ 亿美元资本金

的新型南南合作银行' 五国平分股权。 “平等原则不仅反映了印度对于现有国际

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实力大小来分配股权的不满' 同时也体现了印度担心中国会凭

借强大的实力优势来压倒自身在金砖银行倡议中的理念优势' 使得金砖银行在决

策程序上最终变成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的机构' 从而成为中国提升大国地位的

工具。”② 中国的一些金融专家和政策人士则认为' “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历史

来看' 新开发银行平分股权的倡议需要慎重考虑。 新开发银行如果采取平分股权

的机制安排' 那将意味着在运作中需要不断进行谈判' 需要同时满足五个新兴大

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 而金砖国家本身差异很大' 很多非经济因素将会给银

行带来巨大挑战' 因而新开发银行的可行性研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③。 最后'
在巴西和俄罗斯的支持下' 印度平分股权的倡议方案得以通过。 与此同时' 中国

２３

①
②

③

朱杰进: «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选择»'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ｓｉｆ Ｆａｒｏｏｑ'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ｕｂ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１ － １５.

Ａｎａｎｔｈ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ｕ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Ｓｌｏｗ ＢＲＩＣＳ Ｂａｎｋ Ｐｌ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ｈｉｎ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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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２５５２４７０. ｅｃｅ'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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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将新开发银行的资本金规模从 １００ 亿美元扩大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其中 １００ 亿

美元为实缴资本的方案也得到了支持。
在治理结构问题上' 印度认为' 它对新开发银行的塑造发挥了引领作用' 因

而主张新开发银行总部应设在印度新德里' 行长由金砖五国公民轮流担任①。 中

国则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 主张新开发银行总部应设立在上海。 上海是国际金

融、 运输和贸易中心' 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市场和融资条件' 有利于新开发银行

发行本币债券从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从而有利于提高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和运行

效率。 最终' 新开发银行的总部设立于上海。 为了平衡新开发银行总部选址上海

为中国带来的象征性优势' 银行的首任行长由印度提名' 其后按照巴西、 俄罗

斯、 南非和中国的顺序轮换②。
在贷款范围问题上' 印度提议新开发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五个创始成员

国' 中国则主张金砖银行应该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 对印度而言' 其

自身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同时国内资本稀缺' 因此印度更希望借助

新开发银行优先建设金砖国家的基础设施。 与之相比' 中国则拥有巨大的经常账

户盈余' 出于扩大新开发银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以及南非等国的支持' 更乐于在

全球范围内为开发性项目提供资金。 最终' 新开发银行同意' 在运营初期将贷款

范围限制在金砖国家' 但随着银行扩员' 贷款将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发展中

国家。
简言之' 虽然印度和中国在新开发银行的机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借款国和股东

国的利益偏好差异' 但经过谈判能够找到利益偏好的妥协点' 因而双方的偏好协调

程度较高。 与此同时' 开发性金融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偏好协调程度和网络

效应两者共同作用' 使得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较高。

(三)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开发性金融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新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相应较低' 因此'
金砖国家只需要具备资金基础和专业知识' 就能够实现机制化水平较高的合作。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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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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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 开发性金融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首先' 开发性金融领域中

最大机构世界银行的业务占比相对较低。 ２０１１ 年世界银行所拨付的资金占多边

开发银行总体拨付资金的 ３１. １％①。 根据各多边开发银行的年度报告' ２０２３ 财

年世界银行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共拨付资金 ２５５. ０４ 亿美元' 相比之下' ２０２３
财年亚洲开发银行拨付资金 ２３５. ６２ 亿美元' 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不相上下。 其

次' 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较多。 自世界银行成立以来' 地区性和次地

区性的多边开发银行不断兴起' 平均每三年便诞生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②' 加

上各国国内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形成了一个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国际机制复合体。
最后' 相较于金融安全网领域' 开发性金融领域的溢出效应较弱' 各开发性金融

机构可以集中于区域范围内甚至本国范围内的小型项目。
而金砖国家具备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资金基础与项目经验' 能够达到这

一议题领域的准入门槛' 实现机制化水平较高的合作。 一方面' 在新兴市场和发

展中国家在解决基础设施缺口和满足可持续发展需求方面面临融资困难的情况

下' 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 ２０１２ 年金砖五国

ＧＤＰ 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为 ２０. ３２％ 。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也就是新开发银

行的创建阶段' 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接近 ４ 万亿美元' 居世界首位③。 另一方

面' 金砖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方面有着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充足

的产能。 在世界银行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３ 年在非洲的国际竞争性招标中' 中国、 印度和

尼日利亚是最大的中标方④。
综合来看' 在开发性金融领域' 金砖机制内部中国与印度两个核心大国之间

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同时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这就使得金砖合作在该议

题领域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这表明' 本文的理论假设 １ (如果金砖内部核心大国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Ｙ. Ｌｉｐｓｃ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ｅｔｔｏｎ Ｗｏｏ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５９'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 ３４６.

Ｍｉｌｅｓ Ｋｅｌｌ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０７ － １４５.

«国家外汇储备规模 (１９５０ ~ ２０１５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ａｆ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ａｆｅ / ２０１８ / ０６１２ /
９３１３.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

黄梅波、 陈娜: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基础设施融资职能及其发展理念»' 载 «广
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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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则金砖国家在该议题领域合

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与经验事实保持了一致。

四　 机制化水平中等的金砖合作: 金融安全网

(一) 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合作

２０１２ 年初'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 (Ｇｕｉｄｏ Ｍａｎｔｅｇａ) 首先提出了建立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倡议' 得到时任巴西总统罗塞夫的大力支持。 ２０１２ 年

Ｇ２０ 洛斯卡洛斯峰会后' 金砖国家正式将建立应急储备安排提上日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金砖国家签署了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２０１５ 年' 金砖

各国国内完成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的法律核准程序' 金

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生效。
从机制化水平来看' 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中等。 一

方面' 合作的义务性较强。 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合作受到 «关于建立金

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与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中央银行间协议» 等

法律文件的约束。 其中'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第 １６ 条为

“违反义务与制裁”' 第 ２２ 条则规定 “本条约须经各方按照各自国内程序接受、
批准和核准”①。 另一方面' 合作的授权性较弱。 “应急储备安排不具有独立的国

际法人地位' 无权签订协议、 提起诉讼或被起诉。”② 尽管条约明确表示 “创立

永久秘书处或专门的监督小组”' 但到目前为止独立的永久秘书处并没有真正建

立起来。 任何与条约解释有关的纠纷将通过各国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组成的

理事会磋商解决' 或诉诸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③。
为什么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中等? 根据本文理论分

析框架' 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金融安全网领域的网

络效应也较强' 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金砖国家在金融安全网领域机制化水

平中等的合作。

５３

①

②
③

«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ｈｔｔｐ: / / ｔｒｅａｔｙ.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Ｔｒｅａｔｙ / ｗｅｂ /
ｄｅｔａｉｌ１. ｊｓｐ? ｏｂｊｉｄ ＝ １５３１８７６１１５２２０'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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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砖国家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在筹建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简称 ＣＲＡ)
的谈判中' 中国和巴西共同发挥了引领作用。 尽管中巴在构建发展中国家金融安

全网和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等问题上具有共识' 但是双方的角色定位和利

益偏好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巴西作为应急储备安排的潜在借款国' 更加关注金

砖国家内部的平等合作与资金使用的灵活性; 而中国作为应急储备安排潜在的出

资国' 则希望能够提升国际地位与保障资金安全。 在具体谈判过程中' 两国的偏

好差异主要体现在资金规模、 治理结构 (决策机制和投票权分配)、 与 ＩＭＦ 的挂

钩比例、 建立常设秘书处和宏观经济监测机制等方面。
在资金规模问题上' 中国提议的资本金规模为 ２ ４００ 亿美元' 巴西提议的资

本金规模为 １ ０００ 亿美元①。 在这一问题上' 巴西一方面担心过于庞大的资金规

模会导致部分国家出资较多' 部分国家则无力贡献较多资金' 进而导致应急储备

安排的内部权力分配失衡。 另一方面' 如果应急储备安排的资金规模过小' 则难

以发挥作用。 经过协商' 最终各国同意了巴西提出的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本金规

模' 其中中方承诺出资 ４１０ 亿美元'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各 １８０ 亿美元' 南非 ５０
亿美元②。

关于治理结构问题' 中巴两国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投票权分配和决策机制问题

上。 投票权的分配既需要体现各国的资金贡献' 又需要保障应急储备安排内部决

策的公平性。 最终' 金砖国家同意' 将 ５％ 的投票权设置为基本票' 基本票由五

国均分' 其余的投票权与各国承诺的出资额挂钩。 综合计算' 中国投票权为

３９. ９５％ '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各为 １８. １０％ ' 南非为 ５. ７５％ 。 按照这一分配'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获得 “一票否决权”。 在决策机制问题上' 应急储备安排采用

双层治理与决策机制' 由部长理事会以共识方式决定战略性问题' 由常务委员会

以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决定操作性问题③。 这一决策机制兼顾了公平与效率' 既

体现了金砖国家之间在战略性问题上寻求共识决策的精神' 又保障了金砖国家在

６３

①

②

③

Ｐａｕｌｏ Ｎｏｇｕｅｉｒａ Ｂａｔｉｓｔａ Ｊ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ｙ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就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答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２０６４２.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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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问题上具有较高的决策效率。
关于应急储备安排与 ＩＭＦ 的挂钩比例问题'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出资国' 从保

障资金安全的角度出发' 倾向于应急储备安排的大部分出资与 ＩＭＦ 的贷款挂钩'
挂钩的比例为 ９０％ ; 巴西则认为' 应急储备安排与 ＩＭＦ 的挂钩比例过高会降低

应急储备安排的有效性以及阻碍紧急情况下互换资金的快速拨付。 作为妥协' 最

终达成的方案是允许借款国在没有 ＩＭＦ 借款规划的情况下从应急储备安排获得其

最大借款额度的 ３０％ ' 即与 ＩＭＦ 挂钩的比例设定为 ７０％ 。
最后' 在建立常设秘书处和宏观经济监测机制问题上' 中国提出' 可以参照

清迈倡议在新加坡建立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做法' 建立应急储备

安排的常设秘书处' 以提高对金砖国家宏观经济进行监测的能力。 中国倡议' 可

以考虑将应急储备安排的常设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 以加强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的协调。 巴西则提议' 为体现金砖国家平等合作的理念' 可以考虑将应急储备

安排的常设秘书处设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最终' 金砖国家在 «关于建立金砖国

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条约» 中提出 “创立永久秘书处或专门的监督小组”' 但对秘

书处选址的具体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简言之' 虽然中国和巴西在应急储备安排的机制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借款国和

出资国的利益偏好差异' 但经过谈判在大多数问题上能够找到利益偏好的妥协

点' 因而双方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与此同时' 金融安全网领域的网络效应较

强。 偏好协调程度和网络效应两者共同作用' 就使得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

的合作机制化水平中等。

(三)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强

金融安全网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新国际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也相应较高。
在这一背景下' 尽管金砖国家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并且依靠自身外汇储备与既

往经验建立起了应急储备安排' 但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应急储备安排也未能

成为较 ＩＭＦ 更加有吸引力的外部选择。
金融安全网这一议题领域具有较强的网络效应。 首先' ＩＭＦ 所拨付的资金在

金融安全网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其次' 金融安全网领域的国际机制数量较

少。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除 ＩＭＦ 外' 仅有阿拉伯货币基金、 清迈倡议多边化、 金

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 欧洲稳定机制和拉美储备基金等六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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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性融资安排机制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①。 第三' 由于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彼此关联的特性' 金融危机通常具有较强的跨国溢

出效应②。 也正因如此' 一个具有广泛成员国和普遍监管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安全

网' 更能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提供有效救助。 到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ＩＭＦ 拥有 １９０ 个成

员国③。 由于其庞大的成员国数量' ＩＭＦ 所掌握的资金规模与宏观经济信息更加

充分' 其制度效用也难以被替代。
金融安全网领域较强的网络效应使其准入门槛也相应较高。 金融危机救助需

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完善的信息支撑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因此尽管中国拥有巨

额外汇储备以及创建清迈倡议多边化 (ＣＭＩＭ) 和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

(ＡＭＲＯ) 的丰富经验' 具备成功创建 ＣＲＡ 的物质基础和知识基础④' 但与此同

时' 金砖国家在宏观信息收集与借款条件设置等能力上还有所欠缺。 在信息收集

能力方面' 应对金融危机需要收集较为敏感的宏观经济数据' 例如一国可用的外

汇储备等信息。 由于这类信息的敏感度较高' 金砖国家通常不愿意将其提供给其

他国家。 在贷款条件上' “贷款条件的设计是一项知识和经验密集型的工作' 规

范性力量较弱的新兴经济体和起步较晚的区域性金融安全网具有明显的劣势”⑤。
因此' 金砖国家难以对借款国进行监督或是施加贷款条件性⑥' 这就使得应急储

备安排仍然要依赖 ＩＭＦ 收集的宏观经济数据和设计的贷款条件' 与 ＩＭＦ 保持较

高的挂钩比例。
综合来看' 在金融安全网领域' 金砖内部中国和巴西两个核心大国之间的偏

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却较强' 这就使得金砖合作在该议题领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ｉｎｔ ＩＭＦ － ＲＦＡｓ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８ｔｈ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９ / ｐｒ２３３４４ － ｊｏｉｎｔ － ｉｍｆ －
ｒｆａｓ － ８ｔｈ － ｈｉｇｈ － ｌｅｖｅｌ － ｒｆａ －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ｙ'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Ｐｈｉｌｌｉｐ Ｌｉｐｓｙ' Ｒ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６９.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 / ＩＭＦ － ａｔ － ａ － Ｇｌａｎｃｅ'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朱杰进: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网»'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５ 期。

叶玉: «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前瞻»' 载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Ｐａｕｌｏ Ｎｏｇｕｅｉｒａ Ｂａｔｉｓｔａ Ｊｒ. '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ｅｙ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偏好协调、 网络效应与金砖合作的机制化　

域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这表明' 本文的理论假设 ２ (如果金砖内部核心大国的偏

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是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则金砖国家在该议题领域合作

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与经验事实保持了一致。

五　 机制化水平较低的合作: 传统跨境支付

(一) 金砖国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合作

近年来' 金砖国家内部关于跨境支付合作的讨论不断增加。 ２０１９ 年金砖国

家领导人会晤巴西利亚宣言提出' “我们认为金砖国家关于国际支付系统的调查

十分重要”①。 ２０２０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莫斯科宣言明确表示' “我们赞赏在

国家支付系统合作方面开展的持续工作' 特别是成立金砖支付工作组' 期待在这

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②。 ２０２１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新德里宣言再次强调'
“我们肯定金砖国家支付工作组通过对话和讨论继续开展支付合作”③。 ２０２２ 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北京宣言又一次表态' “我们强调在现有工作机制下持续开

展工作的重要性' 包括金融领域信息安全和作为经验和知识交流平台的金砖国家

支付工作组' 并欢迎各国央行在支付领域进一步合作”④。 ２０２３ 年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着重表示' “我们认识到快速、 廉价、 透明、 安全、 包容

的支付体系有广泛益处' 我们欢迎金砖国家成员分享跨境支付系统互联互通等支

付基础设施方面的经验' 相信这将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间合作' 鼓励进一步就支

付工具开展对话' 以促进金砖国家成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流动'
我们强调' 鼓励金砖国家同其贸易伙伴在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时使用本币的

９３

①

②

③

④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巴西利亚宣言»'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２２.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ｇｙｊｚｇｊ / ｌｊｌｄｒｈｗｃｇ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２ / ｔ２０２２０２２１＿１０６４３９５５.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莫斯科宣言»'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２２.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ｇｙｊｚｇｊ / ｌｊｌｄｒｈｗｃｇ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２ / ｔ２０２２０２２１＿１０６４３９５６.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新德里宣言»'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ｃｓ２０２２.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ｈｎ /
ｇｙｊｚｇｊ / ｌｊｌｄｒｈｗｃｇｗｊ / ２０２２０２ / ｔ２０２２０２２１＿１０６４３９５７.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４ / ｃ＿ １１２８７７１０００.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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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我们还鼓励加强金砖国家间代理银行网络' 促进本币结算”①。 特别是'
２０２３ 年宣言为金砖国家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合作设置了明确的时间点: “我们责成

财长和 /或央行行长们研究金砖国家本币合作、 支付工具和平台' 于下次领导人

会晤前提交报告。”② 也正因如此' 金砖国家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成为 “大金砖合

作” 开局之年的一大热点。 “可以预见' 创立新的跨境支付体系将是金砖喀山峰

会的优先事项' 在俄罗斯的大力推动下' 建立金砖支付体系势必将提档加速。”③

根据跨境支付所采用的技术' 可以将跨境支付区分为传统跨境支付系统与数

字跨境支付系统。 代理行模式是传统的跨境支付清算模式' 指一国商业银行在境

外代理银行开立清算账户' 主要通过 ＳＷＩＦＴ 渠道发送跨境报文' 借助境外代理

行的支付清算体系完成跨境资金支付清算的模式' 这一模式在跨境支付中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④。 近年来'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
各国开始探索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 其在技术、 应用模式和监管等方面与传统

的跨境支付系统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自身特征与各国在

该议题领域的偏好协调程度也将不同于传统跨境支付系统。
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 金砖国家的合作仅停留在领导人会晤宣言中的表述'

机制化水平较低。 一方面'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并非法律性文件' 因此合作

的义务性较低; 另一方面' 金砖国家支付工作组也并非独立的常设秘书处' 合作

的授权性较低。
为什么金砖国家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的合作机制化水平较低? 根据本文的理

论分析框架' 金砖国家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同时议题领域

的网络效应较强' 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金砖国家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合作的机

制化水平较低。

(二) 金砖国家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目前' 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建立起一套本国的传统跨境支付系统' 但两国建立

０４

①

②
③

④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约翰内斯堡宣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０８ /
２５ / ｃ＿ １１２９８２３２２９.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同上。
王友明: « “大金砖合作元年”: 热点与难点»' ｈｔｔｐｓ: / / ｃｎ. ｃｈｉｎａｕｓｆｏｃｕｓ. ｃｏｍ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２０２４０３０１ / ４３１４０.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陶卫东、 魏宛碧、 高红亮、 赵中江、 孟婷燕、 罗渝、 余泉昇: «全球跨境支付模式多

元化发展探索»' 载 «国际金融» ２０２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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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跨境支付系统的偏好差异较大。 中国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ｂａｎｋ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ＩＰＳ) 主要基于发展逻辑' 希望推动人民币国

际化、 便利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结算; 而俄罗斯建立其金融信息传输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ＳＰＦＳ) 主要基于安全逻辑' 希望应对西方金融

制裁的影响。
从偏好来看' 中国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整合现有人

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渠道和资源' 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效率①' 同时为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提供基础设施和技术准备。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不断增长' “完善

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 保证人民币跨境支付业务安全、 稳定、 高效处理可谓应时

之举”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ＣＩＰＳ 系统一期顺利投入使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ＣＩＰＳ 二期成功投入试运行。 截

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末'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 共有直接参与者 １０２ 家' 间接

参与者 １ ３７７ 家' 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１８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 ３４４ 家法人银行机

构③。 需要注意的是' ＣＩＰＳ 采用国际通用 ＩＳＯ２００２２ 报文标准' 充分考虑了与现

行 ＳＷＩＦＴ 报文的转换要求' 便于跨境业务直通处理并支持未来业务发展需求④。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ＣＩＰＳ 与 ＳＷＩＦＴ 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双方在报文转换方面开展

合作' 通过将 ＣＩＰＳ 接入 ＳＷＩＦＴ 的全球用户社群' 使境外经纪机构可以通过

ＳＷＩＦＴ 委托办理人民币结算业务。 对此' ＳＷＩＦＴ 亚太及欧非中东区首席执行官何

亚伦 (Ａｌａｉｎ Ｒａｅｓ) 称: “ＳＷＩＦＴ 与 ＣＩＰＳ 的协同合作是金融基础设施业务发展的

核心' 并且这种合作是自然的、 非竞争性的。”⑤ 总体来说' ＣＩＰＳ 和 ＳＷＩＦＴ 两者

的关系当下更多是互补并行和协同发展⑥。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一期) 答记者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ｕｔｏｎｇｊｉａｏｌｉｕ /
１１３４５６ / １１３４６９ / ２９６０４５６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郭炎兴: «构建人民币跨境支付高速公路———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励跃谈 ＣＩＰＳ
建设»' 载 «中国金融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ｒｅｄｉａｎｚｈｕａｎｔｉ / １１８７４２ / ５１１８
１８４ / ５１２８９３８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一期) 答记者问»。
«ＳＷＩＦＴ 与 ＣＩＰＳ 运营机构签署 ‹合作备忘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ｎ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１４５６２０ － １. ｓ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巴曙松、 闫昕、 董月英: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 ＳＷＩＦＴ 的协同发展»' 载 «国际金

融»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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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偏好不同' 俄罗斯的偏好是应对西方金融制裁。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

机爆发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多轮制裁。 此外' 美国还多次

威胁要切断俄罗斯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①。 为从根本上解决 ＳＷＩＦＴ 系统对俄罗

斯经济造成的威胁' 从 ２０１４ 年起' 俄罗斯央行开发了 ＳＰＦＳ 系统作为 ＳＷＩＦＴ 系

统的替代方案。 ２０１７ 年' ＳＰＦＳ 系统投入使用后' 俄罗斯大力推动其在本国金

融机构间的使用。 此外' 俄罗斯还与中国、 伊朗、 土耳其等国家的金融监管机

构进行谈判' 希望将 ＳＰＦＳ 系统与这些国家的金融信息系统对接' 同时也在不

断完善系统' 使其更好地符合国际标准' 以吸引外国企业连接和使用 ＳＰＦＳ
系统②。

总之' 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 虽然金砖国家对推动跨境支付体系改革具有原

则性共识' 但金砖内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核心大国之间对创建新的跨境支付机制

有着不同的利益偏好。 中国的偏好是促进跨境贸易结算' 而俄罗斯的偏好是应对

金融制裁' 两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偏好协调的难度较大。 同时' 传统跨境支付

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进一步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三)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强

传统跨境支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新国际机制建设的准入门槛也相应较

高' 这对金砖国家在该议题领域的替代性制度建设造成了阻碍。 这一点在构成传

统跨境支付系统的报文信息传递系统和货币支付系统两个组成部分上都有体现。
在报文信息传递方面' ＳＷＩＦＴ 是全球跨境金融信息传输通信的最主要渠道。

ＳＷＩＦＴ 负责运营全球金融电文网络' 目前已经覆盖全球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支

持 ９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实时支付清算系统' 为全球 １. １ 万多家机构提供服务'
被喻为 “全球金融网络的神经中枢”。 ２０２３ 年' ＳＷＩＦＴ 共传输了超过 １１９ 亿条报

文' 平均每天处理 ４ ７６０ 余万条报文。 对比之下'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ＳＰＦＳ 系统

仅有来自 ２０ 个国家的 ５５０ 多家金融机构加入 ' 且其中绝大部分是俄罗斯国内的

金融机构' 其影响力与 ＳＷＩＦＴ 不可同日而语。

２４

①

②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Ｓｗｉｔｃｈ ｏｆｆ ＳＷＩＦＴ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４１８６６５ －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ａｎｋｓ － ｒｅａｄｙ － ｓｈｕｔ － ｓｗｉｆｔ /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许文鸿: «去美元化: 俄罗斯在俄美金融战中的反击»'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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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支付方面' 美元仍然是国际支付结算业务中使用比例最高的货币' 其

垄断地位加强了传统跨境支付体系的网络效应。 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支付货币' 美

元的跨境支付通信在 ＳＷＩＦＴ 业务中占比最大。 长期以来' 美元在 ＳＷＩＦＴ 报文业

务中的金额占比超过 ３０％ ' 美元和欧元合计占 ７０％ 以上。 相比之下'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人民币在 ＳＷＩＦＴ 的报文处理金额中占比仅为 ２. １５％ 。 当前全世界 ９５％ 左右

的跨境美元交易由美国的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 (ＣＨＩＰＳ) 主导' ＣＨＩＰＳ
和 ＳＷＩＦＴ 互相搭配' 共同发挥作用。 并且' 货币才是传统跨境支付体系的底层

逻辑。 尽管目前中国和俄罗斯都建立了本国的跨境支付体系' 但如果两国之间的

跨境结算支付业务涉及美元' 则必须通过 ＳＷＩＦＴ 和美元结算行。
综合来看' 在传统跨境支付领域'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

调程度有限' 并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这就使得金砖合作在该议题领域的

机制化水平较低。 这表明' 本文的理论假设 ３ (当金砖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

协调程度较低' 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时'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与

经验事实保持了一致。

结　 论

通过构建 “金砖内部核心大国的偏好协调程度 ＋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这

一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探讨了金砖国家在不同议题领域内合作机制化水平的差异

及其形成原因。 本文提出' 金砖国家内部核心大国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与合作议

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共同影响了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具体而言' 如果金砖内

部核心大国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弱' 则金砖国家在该

议题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高; 如果金砖内部核心大国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则金砖国家在该议题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如果金砖内部核心大国的偏好协调程度较低' 并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强' 则金

砖国家在该议题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较低。
实证分析表明' 在开发性金融领域'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低' 使得金砖国家成功建立了新开发银行' 金砖合作的机

制化水平较高。 在金融安全网领域'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偏好协调程度较高' 但议

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使得金砖国家虽然建立了应急储备安排' 但未能建立常

设秘书处与宏观经济监管机构'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中等。 在跨境支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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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偏好协调较难' 且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较强' 使得金砖国家

难以建立起替代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金砖国家跨境支付系统' 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

较低。
在学理层面' 本文补充了 “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 这一新的变量' 进一步

完善了对金砖合作机制化的理论研究。 既有的金砖理论研究更多关注金砖国家偏

好差异、 利益汇集与共同身份等要素' 但却对金砖合作议题的特征有所忽视。 作

为一个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集团' 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

所选择的合作议题的影响' 即不同议题领域的网络效应不同' 金砖合作机制化建

设的难度也就不同' 这就导致金砖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出现差异。
在政策层面' 本文对如何开展大金砖合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成员的

加入既提升了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也为大金砖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带来

了挑战。 一方面' 相较于金砖五国的合作' 大金砖的合作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偏

好协调难题。 新老成员的国情不同'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也不同' 这

就使得大金砖在开展具体的合作时' 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各国利益偏好的汇合

点' 克服分歧' 团结合作。 另一方面' 大金砖合作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合作议

题' 推进合作的机制化建设。 大金砖应秉持循序渐进的机制化建设原则' 优先

选择那些网络效应较弱的议题领域进行合作' 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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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ｅａ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ｙｉｅｌｄｓ ｌｏ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ＲＩＣＳ.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ＢＲ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ｕｓ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ｌｉｇｎ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ｓｕ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ｋ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ａｍｐｌｉｆｙ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Ｘｕｅ Ｘｉａｏｙｕ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２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Ｏ’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ｎｅｘｕｓ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ｓ ｉ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ｓ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ｍｌｅｓ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ｒｉｓｋｓ ｓｈｏｒｔ － ｔｅｒｍ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Ｃ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ｕｔ ｐｏｓ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ＳＣ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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